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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社会生产利用自然资源的情况不同，青蒿素及其药效

的发现是一项智识成果，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无形资源。

“523项目”组织者注重的是抗疟药物研究的组织系统资源[1]，

科学技术研究者看到的是社会-技术的网络化进程[2]，科学家

关注的则是研究方法的传承[3]。从更广的视野来看，青蒿素

研究者所利用和开发的更重要的无形资源，是喹啉类抗疟药

物研究范式和纲领，以及地方性的传统民族植物学遗产。

1 喹啉类抗疟药物研究的范式和启发法
抗疟研究涉及发现疟原虫、确证蚊虫传播疟疾方式、抗

疟药物的抗疟机理等生物学、传染病学和生理学领域。其

中，罗斯（Sir Ronald Ross，1857—1932）因对蚊虫传播疟疾的

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不过，这些工作除了

药物作用机理之外，都不在抗疟药物研究环节之中。

仅就抗疟药物研究而言，最新的成就当属青蒿素。青蒿

素之前最重要的成就则是张昌绍（1906—1967）等发现的常

山碱及其药效。初看起来，“研究青蒿素的思路、途径和方法

相同于中国科学家20世纪40年代的思路、途径和方法。”[3]其

实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，常山研究的范式，承袭的是喹啉类抗

疟药研究中所形成的范式。美国和中国20世纪60—70年代

研究抗疟办法尝试过多种进路，比如中国的针灸、中美两国

科学家从已知化合物中筛选药物等，但最终均被否定。只有

按照喹啉研究范式工作的科学家才取得了成功。

喹啉类抗疟药物研究中，前后经历了金鸡纳树皮抗疟作

用的确认（1737年）→提取奎宁（1820年）→弄清奎宁结构

（1940年代）→合成奎宁（1944—1945年）→合成氯喹（第二次

世界大战期间）→探寻新抗疟药（20世纪60年代）的过程（图

1）。百余年探寻抗疟药过程形成的这种模式，实际上奠定了

此后研究抗疟药的基本范式和程序。

在喹啉类药物研究的范式之中，除了上述程序之外，实

际上还有一些形而上学或方法论的预设。这些预设包括：1）

基本的单体抗疟化合物存在于植物之中，是天然化合物；（2）
最有效的抗疟药物是基于天然植物中提取的化合物的变体

化合物（或衍生物）。第1条更多地表现为反面启发法（nega⁃
tive heuristics），即要求研究者不通过药物之外的治疗技术、

矿物质和无机化合物、动物器官、已知化合物等方法，去探索

抗疟办法。第 2条更多地表现为正面启发法，要求研究者从

植物中找到抗疟化合物单体之后，还要在此基础上合成其衍

生物，以制造出比天然化合物更理想的抗疟药物。针灸疗法

和从已知化合物中筛选抗疟药的做法均被否定，重要原因之

一就是它们与喹啉类药物研究中形成的反面启发法相悖。

在没有喹啉类药物的情况下，有效的抗疟药就是常山

碱。但是，常山碱具有致呕和损肝的副作用，这是导致寻找

新的抗疟药的动因之一。青蒿素是在常山研究的基础上，通

过大量植物药筛选，取得成功的。回顾常山研究的历史，可

以设想，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药学家完全可以在得到常山碱

之后，继续研究其他传统植物药，提前发现青蒿素。但是，青

蒿素的发现以大量传统植物药的筛选为前提，这是张昌绍时

代不具备的条件。可以说，中国 20世纪 40年代研究抗疟药

图1 喹啉类抗疟药研究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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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的成功，在于利用了喹啉类药物的研究模式和纲领，而这

种成功的不彻底则来自社会条件而非方法学本身。

2 地方性传统民族植物学遗产
如果说青蒿素研究者利用了源自西方的、具有现代科学

普遍性的方法论资源，即喹啉类抗疟药物研究的范式和启发

法的话，那么，他们对于源自中国的地方性知识遗产所继承

和开发的，则是中国古代精英本草传统和当代大众药学资

源。不过，喹啉类抗疟药物研究的范式和启发法是对抗疟药

物研究方法和范围的限制，而中国传统和民间植物知识提供

的则是可能的探究空间。

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宣布授予屠呦呦 2015年诺贝尔生

理学或医学奖的公告中，用图表示其成就的取得就是从中国

古代典籍到青蒿再到青蒿素的过程。公告中并明确指出，面

对氯喹或奎宁药效下降和疟患持续上升的局面，“中国的屠

呦呦转向传统草药，以应对开发新疗法的挑战”，用疟原动物

实验对大量植物药进行筛选，并“再次查阅古文献，发现探究

线索，成功提取青蒿中的活性成分”[4]。

利用自然界的天然物质对付疾病，是自古以来各个种族

的人们都普遍采用的办法。但是，自然界的天然物质很多，

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难以计数。逻辑上，这些物质都可能对某

种疾病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。仅就植物而言，逐一搜寻其抗

疟可能就如同大海捞针。传统的植物及其与人类关系的知

识，为人们提供了搜寻植物中抗疟化合物的可能范围。金鸡

纳树之对于奎宁、常山之对于常山碱、青蒿之对于青蒿素，都

起到了这样的作用。当然，屠呦呦提取青蒿素并非采用葛洪

以水浸泡青蒿的办法[5]，但她的确由葛洪的办法获得了低温

萃取的灵感，而这正是她取得成功最为关键的一步。

现代科学是全球性的文化，也是普遍性的文化。但是，

现代科学又是多源头的文化[6]。这种多源性，不仅表现在多

种古文明在文艺复兴至 19世纪现代科学成型期所起的历史

源头作用上，也表现在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，科学知识均产

生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而后才扩展进入超越地域界限

的科学主流之中。

从青蒿素的提取，可以逆向回溯智识之源，这就是青蒿

提取物→正品青蒿→青蒿→草药（图 2）；也可以按照正向的

历史顺序，看到相关知识的增殖进程，那就是青蒿提取物→
青蒿素的化学组成和结构→青蒿素商业生产（提取或者合

成）（图3）。从逆向回溯中，看到的是研究者利用地方性传统

民族植物学遗产；从正向观察中，看到的是地方性知识转为

普遍性知识的过程。

不同地区，有不同的植物、不同的文化，有植物与人的不

图2 青蒿素智识之源 图3 青蒿素知识增殖进程

同关系，当然也就有了相应的特殊文化资源。青蒿与疟疾的

关系，原本只是中国文化资源，现在，它也成了现代科学文化

资源。没有这种文化资源，我们很难想象青蒿素的发现和当

今抗疟药物的研究结果。实际上，利用和开发地方性传统

民族植物学遗产资源，结合应用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式和

启发法，已经成为当今药物研发的重要途径。这样的例

子比比皆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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